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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蓝藻爆发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子

王教元１，陈光杰１，∗，黄林培１，刘晓东２，陈倩倩２，刘晓海３，张虎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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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泊生态环境对区域气候变化和流域人类活动十分敏感。 随着流域的持续开发，洱海作为云贵高原第二大淡水湖泊面临

着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水质恶化和生态功能的衰退，其中蓝藻水华问题尤为突出。 针对湖泊现代监测数据存在时

间序列较短、连续监测记录缺乏、监测位点不完全一致等问题，应用沉积物记录开展色素等多指标分析和环境变化重建研究，并

对洱海湖区南、中、北 ３ 个湖盆的沉积物记录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讨洱海富营养化与蓝藻爆发的历史与变化特征，并识别藻类

响应模式的空间异同。 沉积物色素记录结果表明，洱海蓝藻生物量变化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呈现由南至北，先后增加、最后

呈现蓝藻水华全湖性持续爆发的模式。 进一步的简约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气候变暖和营养盐富集是洱海蓝藻生物量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子，此外相对较浅的南部湖盆还受到水位波动、水动力减弱、水生植物演化的综合影响。 因此，在气候变暖的背景

下，控制水体营养盐输入、合理调控湖泊水位、提高水体透明度并恢复水生植物是控制洱海蓝藻水华爆发和进行生态恢复的重

要措施。

关键词：沉积物色素；蓝藻爆发；时空差异；洱海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ｓ ｉｎ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ｙｕａｎ１，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ｊｉｅ１，∗，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ｎｐｅｉ１，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２，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ｑｉａｎ２，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ｈａｉ３，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ｃａｉ１

１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２６， Ｃｈｉｎａ

３ Ｙｕｎ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３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Ｅｒｈａｉ，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ｌａｋｅ （ ～ ２５０ ｋｍ２ ），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ｌａｋｅ 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ｈａｖｅ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ｓ ｈａ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ｉｎ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ｘ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ｃｏｒｅ，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htt
p:/

/w
ww.ec

olo
gic

a.c
n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８０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 ～１９９０

ａｎｄ ２００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ｂａｓｉ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ａ． ＡＤ ２００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ｕｉｌ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ｕ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ｌｓｏ ｖａｒｉ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ｂｏｔｈ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ｂｌｏｏｍｓ；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湖泊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健康是湖泊水质与流域环境特征的敏感指示器，能够综合反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长期影响［１］。 蓝藻水华的发生反映了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转变，同时也指示了湖泊生态系统健康的恶

化，如部分水华蓝藻能产生毒素，通过饮用水和渔业资源危害人类健康［２］，且持续的、高生物量的蓝藻爆发会

对整个湖泊环境与生态系统产生长期的影响。 蓝藻水华爆发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适宜的光照、温度、营养盐

等条件［３］。 入湖氮、磷等营养盐的富集可促进初级生产者（如浮游植物）的大规模繁殖［４］，反映了可获得性资

源的上行效应对藻类群落结构与生产力的控制作用［５］。 同时水文水动学过程也被认为是影响浮游植物的重

要因子［６］，如水动力的减弱可导致蓝藻在水体表面聚集［７］。 水动力学特征可通过改变水体的混合强度和热

力分层直接影响浮游植物在水柱中的垂直分布，也可以调节影响藻类生长过程所经历的水温和光强。 水动力

过程的变化也影响水体中颗粒物与营养盐的再悬浮与传输过程，从而间接驱动浮游植物群落生产力与结构的

变化［８］。
随着洱海流域开发规模的增强和水体水质的日益恶化，１９９６ 年首次报道洱海出现全湖性藻类水华后，近

年来全湖性水华事件不断，已经对洱海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 现代调查结果显示， 黎尚豪等发现 １９５７
年洱海南部湖区出现水华束丝藻［９］，１９８０ｓ—１９９０ｓ 初期以水华束丝藻为主的水华主要出现在洱海南部［１０］，
１９９６ 年秋季爆发的水华优势藻属则转变为螺旋鱼腥藻，１９９８ 年为卷曲鱼腥藻水华，１９９９ 年以后铜绿微囊藻

成为洱海水华的优势属种。 从藻类组成来看，洱海蓝藻优势种类出现长期演替的特征，此外还夹杂有硅藻水

华和绿藻水华，但总体出现蓝藻生物量不断增加，且占藻类总物量的比例不断提高，最终处于绝对优势［１１⁃１２］。
目前，对于洱海藻类水华的研究主要是报道水华发生年份的优势种群、生物量和分布状况，以及水质营养

水平、浮游植物多样性的季节变化，但对不同湖区藻类爆发的长期历史缺少系统研究。 同时，由于洱海环境压

力类型较多［１３⁃１４］、湖盆结构复杂［１５］等特征，对洱海藻类水华的爆发历史与驱动因子识别仍需考虑湖盆间水

文、水质等空间差异。 沉积物色素是指示湖泊藻类生产量与浮游植物群落变化的可靠指标［１６⁃１７］，在定量重建

湖泊初级生产力变化研究中被广泛应用［１８⁃２０］。 玉米黄素（Ｚｅａｘａｎｔｈｉｎ）和海胆酮（Ｅｃｈｉｎｅｎｏｎｅ）这两个组分作为

指示蓝藻的特征色素，由于其在沉积物记录中化学性质相对稳定［２１］，是表征历史时期水体中蓝藻生物量的主

要指标，在海洋和湖泊研究中被用于评估蓝藻生物量的长期变化及识别富营养化和蓝藻爆发的历史［２２⁃２４］。
因此，本文针对洱海水质与藻类调查缺乏长期与连续的监测数据，利用洱海不同湖区的沉积物柱芯样品，通过

沉积物测年、沉积物蓝藻特征色素、营养元素多指标分析方法，重建了近百年来洱海 ３ 个湖区水体富营养化与

蓝藻爆发的历史，识别了蓝藻爆发的时空差异特征与主要环境因子的驱动强度，可为洱海的生态修复与综合

治理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与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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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洱海（２５°３６′—２５°５８′Ｎ，１００°０６′—１００°２８′Ｅ）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图 １），属澜沧江

流域黑惠江支流的构造断陷湖泊，流域面积为 ２５６５ ｋｍ２。 湖面海拔高度为 １９６５．８ ｍ（八五高程），湖泊面积

２５１．３５ ｋｍ２，最大水深 １９．５ ｍ，是云贵高原第二大淡水湖。 水体矿化度为 １６７—１７５ ｍｇ ／ Ｌ，平均为 １７２．３３ ｍｇ ／
Ｌ，ｐＨ 值在 ８．３—９．０ 之间变化（平均值＝ ８．５）。 湖水主要由地表径流和降水补给，主要入湖河流有 ２２ 余条：如
东侧的凤尾箐、玉龙河，西侧的苍山十八溪水，南侧的波罗江，北侧的罗时江、弥苴河、永安江等，西南角的西洱

河是洱海唯一的天然出湖河流，最终汇入澜沧江。 湖区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温 １５℃，年均降水量

１０５６．６ ｍｍ（图 ２），径流的年内变化主要受气候因素的影响，雨季 ５—１０ 月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６５％以上［２５］。

图 １　 洱海及采样点位置及水深

Ｆｉｇ．１　 Ｓｉｔｅ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ＥＨ⁃３、ＥＨ⁃５、ＥＨ⁃２ 分别为洱海北部、中部、南部湖盆采集的沉积物柱芯编号

湖泊现代监测结果表明，１９７０ｓ 以来洱海水位变化剧烈，且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加快，水质呈现不断下降的

趋势［２６⁃２７］（图 ２）。 １９７４ 年以前洱海水位年际变化较小，年均水位维持在 １９７４ ｍ 左右（八五高程，下同），
１９７４—１９８２ 年洱海年均水位急剧下降，低至 １９７１ｍ 左右，比多年年均水位低 ３ ｍ 左右，是水位最低时期。 之

后，洱海水位缓慢、波动回升，并保持在相对低水位（年均水位 １９７２ ｍ 左右）运行。 洱海水生植物的覆盖度自

１９７０ｓ 末期以来持续下降，由 １９７７ 年 ４０％左右迅速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 ５％左右，说明洱海水生植物面积近 ４０ 年来

骤减，生态功能不断退化。 洱海水体主要营养盐浓度自 １９７０ｓ 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水体总氮（ＴＮ）自 １９８５
年的 ２００ μｇ ／ Ｌ 增加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７００ μｇ ／ Ｌ；水体总磷（ＴＰ）自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０ μｇ ／ Ｌ 增加至 ２００６ 年 ３５ μｇ ／ Ｌ，表
明洱海水体营养水平已经由贫⁃中营养状态转变成中⁃富营养状态。 藻类密度由 １９９８ 年之前的低密度状态

（２×１０６个 ／ Ｌ）转为 ２０００ 年代的高密度状态（１５×１０６个 ／ Ｌ）。 水体透明度（ＳＤ）由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３ ｍ 下降至

近年的＜１．５ ｍ，表明洱海水体已经从高透明度、清水状态转变为低透明度、浑浊状态（图 ２）。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对洱海不同湖区进行了系统的湖泊调查和样品采集，分别在洱海南部（水深 ６．３ ｍ）、北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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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洱海流域气象、水文、水质数据（数据来源：文献［２６⁃３３］ ）

Ｆｉｇ．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２６⁃３３］

深 １１．６ ｍ）和中部湖区（水深 ２０．４ ｍ，图 １）用重力采样器采得保持完好的沉积岩芯 ６ 根（其中每个采样点提取

平行钻 ２ 根），沉积物⁃水体界面的悬浮层均未受扰动，界面水清澈透明。 沉积物岩芯按 ０．５ ｃｍ 间隔在野外进

行避光分样，样品均封装于聚乙烯自封口塑料袋并避光、冷藏运回实验室后，立即置于－２０℃冷冻保存用于室

内实验分析。 本文利用沉积物柱芯 ＥＨ⁃２（南部湖盆）、ＥＨ⁃３（北部湖盆）、ＥＨ⁃ ５（中部湖盆）进行年代学、色素

和其他理化指标测定。
本研究通过对样品放射性核素２１０Ｐｂ 与１３７Ｃｓ 的测试分析用于建立年代学序列。 实验步骤包括：称取 ３—５

ｇ 干重样品放入离心管中用玻璃棒压实至 ４ ｃｍ 左右高度，向其中注入约 １ ｃｍ 的环氧树脂 ＡＢ 结构胶至少静

置 ２ 周，并量取样品高度。 利用美国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公司生产的高纯锗探测器、数字化谱仪及多通道分析系统，并应

用恒定补给速率 ＣＲＳ 模型建立年代学序列。
沉积物碳氮同位素样品的处理步骤包括：研磨冻干沉积物样品，定量称取 １０ ｍｇ 左右并用锡箔纸包裹，将

处理好的样品送入反应炉中，产生的气体通过 ＦＬＡＳＨ ２０００ 装置与 Ｔｈｅｒｍｏ ＭＡＴ⁃ ２５３ 质谱仪与元素分析仪进

行测定。 碳、氮同位素组成和元素含量分别对应国际标准 ＰＤＢ 与大气中的 Ｎ２，同位素和元素含量的分析误

差均分别为±０．１‰和±１．０‰。
沉积物色素的分析参考 Ｌｅａｖｉｔｔ 和 Ｈｏｄｇｓｏｎ 的国际通用方法［４］。 主要步骤包括：沉积物冻干样品在－４℃

下通过丙酮⁃乙醇⁃水混合溶液萃取后，经 ０．２２ μｍ ＧＦ ／ Ｆ 膜过滤后的溶液在暗光条件下用氮气吹干富集，所得

样品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００ 系列 ＨＰＬＣ 系统测定，结果经丹麦 ＤＨＩ 公司提供的标样校正。 上述色素分析工作由加拿

大麦吉尔大学生物系和中国科技大学极地研究室完成。
１．３　 数据分析

沉积物玉米黄素和海胆酮浓度是反映湖泊蓝藻生物量变化的主要指标，首先应用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提取蓝藻色素变化的主要方向。 之后，我们对环境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应用冗余

分析（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ＤＡ）探究环境因子对蓝藻色素浓度变化的解释能力，保留独立冗余分析中 Ｐ＜
０．０５的环境变量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检查方差膨胀系数并剔除膨胀系数＞２０ 的环境变量，对环境变量进一步

进行简约模型选择得到驱动蓝藻色素变化的显著环境变量。 由于气象、水文等现代监测数据主要开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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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 年，且 ３ 个沉积物钻孔色素变化主要也发生在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因此 ＲＤＡ 分析主要覆盖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 年的

时间段。 本文所有统计分析均在 Ｒ 软件（版本 ２．１４．０）中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沉积物年代序列

基于沉积物２１０Ｐｂｅｘ、１３７Ｃｓ 活度和 ＣＲＳ 模型建立的钻孔年代⁃深度模型显示沉积物钻的２１０Ｐｂｅｘ比活度随深

度的增加呈指数递减（图 ３），１３７Ｃｓ 曲线自底部出现的第一峰值，其 ＣＲＳ 模型年代（±１ＳＥ）分别为（１９５８±３）年
（ＥＨ⁃２）、（１９６３±１）年（ＥＨ⁃３）、（１９６０±２）年（ＥＨ⁃ ５），可较好地与 １９６３ 年的１３７Ｃｓ 蓄积峰相对应。 ３ 个沉积物

钻孔出现的第二个峰值大约在 １９８６ 年，可以与北半球记录的 １９８６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产生的峰

值相对应。 湖盆北部、中部沉积物岩芯自底部，沉积速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分别从 ８ ｃｍ（ ～１９９３ ＡＤ）、４
ｃｍ（ ～ ２０００ ＡＤ）至表层出现明显的持续升高。 湖盆南部沉积物岩芯的沉积速率波动较大，自底部至 １０ ｃｍ
（ ～１９００—１９８０ ＡＤ）呈现升高趋势，在 ５—１０ｃｍ（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ＡＤ）深度出现明显的峰值，随后自 ５ ｃｍ 深度附

近至表层沉积速率有所降低（图 ３）。

图 ３　 沉积物 ３ 个钻孔２１０Ｐｂｅｘ、１３７Ｃｓ活度变化和测年结果

Ｆｉｇ．３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２１０Ｐｂｅｘ ａｎｄ １３７Ｃｓ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Ｒ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ｒ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２　 洱海蓝藻爆发历史的色素记录

洱海北部钻孔（ＥＨ⁃３）的两种蓝藻色素记录呈现了同步的变化趋势，１９９０ 年之前含量均偏低，其中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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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含量均值（±１ＳＤ）为（０．６６±０．２６）μｇ ／ ｇ、海胆酮含量为（０．７３±０．２４） μｇ ／ ｇ。 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出现显著的上

升，大约 ２００３ 年蓝藻色素浓度出现一个峰值，玉米黄素达到（６．２７±１．２７）μｇ ／ ｇ、海胆酮达到（４．６２±０．８６）μｇ ／ ｇ，
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出现连续的、大幅的上升，玉米黄素含量为（８．６８±３．４４）μｇ ／ ｇ，海胆酮含量为（５．６３±１．７５）
μｇ ／ ｇ。 总体而言，湖盆北部沉积物蓝藻色素自 １９９０ 年出现持续增加，并在～２０００ 年以后总体维持在较高的含

量水平（图 ４）。
中部钻孔（ＥＨ⁃５）沉积物蓝藻指示色素浓度变化趋势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２０００ 年之前变化波动较小

且处于较低水平，如玉米黄素、海胆酮含量均值（ ±１ＳＤ）分别为（０．９８±０．３９）μｇ ／ ｇ、（１±０．３４）μｇ ／ ｇ。 大约在

１９９６ 年，出现一个弱峰值；２０００ 年之后，两种色素均出现显著的增加且处于较高水平，且在 ２００９ 年左右达到

峰值，如玉米黄素达到（９．８２±６．８７）μｇ ／ ｇ、海胆酮达到（５．２３±３．１７）μｇ ／ ｇ（图 ４）。
南部钻孔（ＥＨ⁃２）沉积物蓝藻色素含量 １９００—１９８５ 年间年以来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但波动幅度不大，玉

米黄素含量均值（±１ＳＤ）为（３．５６±１．１０）μｇ ／ ｇ、海胆酮含量为（３．１４±０．６５）μｇ ／ ｇ。 ～ １９８５ 年之后增加趋势明显

且波动较大，玉米黄素含量为（６．９６±２．２５）μｇ ／ ｇ、海胆酮含量为（４．１７±１．２４）μｇ ／ ｇ，且在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年左右分别

出现两个弱峰值。 大约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间，南部湖盆沉积物蓝藻色素出现一个小幅的下降，２００６ 年来又出现

明显的上升（图 ４）。

图 ４　 沉积物钻孔蓝藻色素记录地层图

Ｆｉｇ．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２．３　 洱海沉积物营养元素的变化特征

洱海北部和中部沉积物钻孔总氮（ＴＮ）含量变化与沉积物叶绿素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图 ５）。 北部钻

孔 ＴＮ 含量自 １９６０ 年持续增加，由 ２．０ ｍｇ ／ ｇ 左右增加至 ７．０ ｍｇ ／ ｇ 左右，与蓝藻色素变化主轴 １ 得分显著相关

（ ｒ＝ ０．９３１，Ｐ＜０．００１）。 中部钻孔大约 １９９５ 年之前 ＴＮ 含量偏低且比较稳定，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出现明显的升

高，达到 １０．０ ｍｇ ／ ｇ 左右的峰值，２００５ 年之后又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维持在 ５．０ ｍｇ ／ ｇ 左右

含量水平，与蓝藻色素变化主轴 １ 得分显著相关（ ｒ ＝ ０．５０７，Ｐ＜０．０１）。 洱海南部钻孔 ＴＮ 含量 １９６０ 年之前含

量较低且稳定，１９６０—１９８５ 年缓慢增加到 ５ｍｇ ／ ｇ 左右，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波动上升至 ７．０ ｍｇ ／ ｇ 左右，与蓝藻色素

变化主轴 １ 得分显著相关（ ｒ＝ ０．６５６，Ｐ＜０．００１）。
洱海北部钻孔的总碳（ＴＣ）含量在 １９６０ 年之前无明显变化且含量较低（平均值为 １９．６ ｍｇ ／ ｇ），１９６０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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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显著持续地增加，ＴＣ 含量为前一个时期的 ３ 倍左右（平均值为 ６４．３ ｍｇ ／ ｇ）。 中部钻孔 ＴＣ 含量的显著变化

出现在 １９９０ｓ 后期，１９９０ 年之前含量维持在 ２５．０ ｍｇ ／ ｇ 左右，之后的大约 １０ 年时间内迅速升高至 ９０．０ ｍｇ ／ ｇ
左右，自 ２００３ 年又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 ＴＣ 含量仍较高。 南部钻孔 ＴＣ 含量从大约 １９６０ 年开始出现持续

的增加，在 １９８０ｓ 后维持在较高的含量（平均值为 １０８．８ ｍｇ ／ ｇ），大约 １９９０ 年之后出现小幅的、缓慢的下降（图
５）。

洱海北部 、中部钻孔沉积物的全岩 Ｃ ／ Ｎ 比值范围总体为 ８—１５ 且变化较小，南部钻孔的 Ｃ ／ Ｎ 比值在

１０—３５ 之间变化，同时波动较大。 北部钻孔 Ｃ ／ Ｎ 比值 １９１０—１９７０ 年间由 １４ 左右缓慢持续地下降到 １１ 左

右，１９７０ 年左右出现明显的升高，并在 １９９０ 年之后保持在 １４ 左右。 中部钻孔 Ｃ ／ Ｎ 比值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基本

保持在 ９ 左右，大约 １９９８ 年左右升高至 １４ 左右，２０００ 年后在 １２ 左右。 不同于北部和中部钻孔，南部钻孔的

Ｃ ／ Ｎ 比值在 １９００—１９７０ 年间基本为 １０ 左右，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两个时段出现明显的升高，达
到 ３０ 左右的峰值，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则又呈现持续的降低，并维持在 １８ 左右（图 ５）。

图 ５　 洱海沉积物蓝藻色素 ＰＣＡ 主轴 １ 得分与碳氮元素结果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ｓ ＰＣＡ１ ｓ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Ｃ 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４　 洱海蓝藻色素含量变化的驱动因子

为了识别蓝藻色素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驱动强度，我们结合现代气象、水质、水文、营养盐等监测数

据与沉积物理化指标记录，对沉积物钻孔蓝藻色素数据进行独立的 ＲＤＡ 分析。 进一步的简约模型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图 ６），驱动湖盆北部、中部蓝藻色素含量变化的显著环境因子均为气温和 ＴＮ。 其中，气温、ＴＮ 分

别独立解释了北部湖盆蓝藻色素变化的 ５５．７％、１３．７％，两者共同解释了 ８．４％。 与之相似的，气温、ＴＮ 分别独

立解释了中部湖盆蓝藻色素变化的 ３８．３％、１５．３％，两者共同解释了 １２．２％。 与湖盆北部、中部钻孔记录明显

不同的是，沉积物 Ｃ ／ Ｎ 比值、气温和 ＴＮ 则是驱动南部湖盆蓝藻色素含量变化的 ３ 个主要环境因子，其中 Ｃ ／ Ｎ
比值独立解释了南部湖盆蓝藻色素变化的 １５．２％，气温和 ＴＮ 分别解释了 １０．７％、９．２％，其中气温和 ＴＮ 共同

解释了 １３．０％，但是未解释的比例（５０．０％）高于中部和北部湖区（分别为 ３４．２％和 ２２．２％），指示了驱动湖盆

南部蓝藻生物量变化的过程较湖泊中、北部地区更为复杂。
由于南部湖盆较浅且受水位大幅变化影响较大［３４］，为评价水位变化对沉积物色素降解和保存的影响，将

１９５０ 年之后的水位监测数据（图 ２）和湖盆南部钻孔的沉积物蓝藻色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

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Ｐ＞ ０．５），表明了水体水深与水位变化对沉积物蓝藻色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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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驱动蓝藻色素变化的简约模型选择与方差分解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ｉｔｅ

３　 讨论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洱海的蓝藻爆发历史与现代监测记录基本一致，而蓝藻生物量呈现由南至北先后增加

的空间特征，最后表现为蓝藻水华的全湖持续爆发。 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表明，气温上升和营养盐富集是导

致洱海不同湖区出现蓝藻增加与爆发的重要驱动因子，而与 Ｃ ／ Ｎ 比值变化相关的水生植物演替、水动力变化

等环境过程与南部浅水湖盆的蓝藻变化模式最为密切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洱海湖盆地形与流域开发类型的

空间异质性可能导致了该大型湖泊蓝藻生物量变化呈现明显的时空差异模式。
３．１　 湖泊富营养化与蓝藻生物量变化

已有研究表明营养盐的增加（即水体富营养化）是蓝藻水华爆发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３５］，而 Ｎ、Ｐ 是控制

浮游植物（特别是蓝藻）生长的关键生源要素［３６］。 洱海湖泊水质调查结果表明，水体 Ｎ、Ｐ 输入自 １９８０ 年以

来总体持续增加且与浮游植物数量（如藻类密度）的增加显著相关［３０］，都表明了营养盐的富集对浮游植物数

量的促进作用［３７⁃３８］。 沉积物 ＴＮ 记录反映了湖泊营养盐持续增加：自 １９６０ｓ 开始，洱海湖盆不同地区的沉积

物 ＴＮ 含量开始增加并在 １９９０ｓ 达到较高水平，与此同时，沉积物蓝藻色素含量呈现同步增加的变化趋势（图
５）。 沉积物蓝藻色素记录与 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３ 年以及 ２０００ｓ 中后期洱海全湖性蓝藻水华事大致是吻合

的［２４⁃２８］，表明洱海蓝藻水华主要发生在 １９９０ｓ 之后。 南部钻孔 １９８０ｓ 即出现蓝藻色素的增加，表明洱海南部

蓝藻生物量增加最早，可能最先出现蓝藻水华现象，这与相关的湖泊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３３］。
洱海湖盆不同位置的沉积物蓝藻色素记录表明蓝藻爆发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 如南部湖盆沉积物

蓝藻色素最先出现增加的趋势，而北部、中部湖盆蓝藻爆发主要发生在 １９９０ｓ 以来。 蓝藻水华发生的空间差

异不仅与湖盆自然条件有关，也受流域开发类型与空间分布的影响。 洱海北部的洱源县是云南省重要的畜牧

业和商品粮基地之一，农业开发历史较长，如该地区自 １９６０ｓ 开始施用工业化肥，年均使用量超过 ４０００ｔ［３９］。
北部钻孔沉积物 ＴＮ 浓度自 １９６０ 年开始持续增加，这与农业施肥和牲畜畜养量的增加趋势是一致的。 相关

调查结果显示，洱海流域北部洱源县的氮、磷产生量最高，洱海流域西部和南部乡镇农业氮磷产生量次于北

部，洱海东部乡镇农业氮磷产生量相对最低［４０］。 而洱海南部、西南部是洱海流域人口主要聚居地区，也是洱

海流域范围内城镇、工业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增强，工业生产污水和城镇生活

污水排放量自 １９７０ｓ 开始迅速增加［４１］，大量污水注入导致洱海水质自 １９９０ｓ 以来迅速恶化。
洱海沉积物营养元素含量呈现出与色素记录类似的空间变化特征。 湖盆北部钻孔位置可能受到主要入

湖河流弥苴河和罗莳江河口的影响，同时反映了洱海北部流域以农业开发为主的人类活动影响。 自 １９６０ｓ
始，农业活动的加强（包括耕地面积增加、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森林植被破坏等）导致了外源有机质随入湖

径流输入量的不断增加，从而出现了北部钻孔沉积物 ＴＣ 含量自 １９６０ 年来持续升高的趋势（图 ５）。 中部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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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 ＴＣ 含量大约 １９９０ 年之前含量较低且变化较小，大约 １９９５ 年之后出现明显的上升，并在 ２０００ 年左右

达到峰值，随后有所下降。 由于中部钻孔水深 ＞１５ｍ 抑制了水生植被生长［４２⁃４３］，因此沉积物 ＴＣ 可能主要反

映了浮游藻类生产量的变化。 湖盆南部钻孔沉积物记录的 ＴＣ 含量在 １９６０ 年之前总体稳定但较北部、中部湖

盆高，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含量持续升高，并在～１９８１ 年、１９９２ 年左右出现两个峰值，可能是由于水利工

程修建导致了湖泊水位显著下降，水生植被得以持续生长，湖泊沉积物有机质有所升高。 ２０００ 年以来，由于

水生植被的消亡，浮游藻类（特别是蓝藻）占据主导优势，沉积物 ＴＣ 含量有所下降。
沉积物 Ｃ ／ Ｎ 比值常用于指示湖泊沉积物中有机质的主要来源［４４⁃４５］，一般而言，湖泊内源藻类有机质 Ｃ ／ Ｎ

比值较小（４—１２），而陆源有机质 Ｃ ／ Ｎ 较大（＞２２） ［４６］。 湖盆北部、中部的 Ｃ ／ Ｎ 比值均＜１５，说明中、湖盆北部

的有机质主要来自内源性藻类；南部湖盆 Ｃ ／ Ｎ 比值在 １０—３０ 间变化，说明湖盆南部的有机质主要受来自流

域外源输入和内源水生植物的影响。 此外，大型水草具有较高的 Ｃ ／ Ｎ 比值（＞１５），而低等植物（如藻类）的输

入增加则可以导致沉积物 Ｃ ／ Ｎ 比值总体呈现降低的特征［４７］。 湖盆南部沉积物 Ｃ ／ Ｎ 比值在 １９００—１９６０ 年间

一直处于持续缓慢上升的过程，但基本稳定在 １０ 左右，指示了该阶段湖盆南部有机质主要来自藻类等的大量

增加。 在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 年、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湖盆南部沉积物出现两个 Ｃ ／ Ｎ 值升高的阶段，这可能是水草大规模

生长与外源有机质输入持续增加的结果，而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之后浮游植物（特别是蓝藻）生物量的进一步增加

则导致了 Ｃ ／ Ｎ 值出现持续的下降。
３．２　 气候变化与藻类响应

气候变暖已成为了区域与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特征［４８］，而湖泊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敏感［４９⁃５０］。
气象监测资料表明，洱海流域 １９８０ 年以来呈现明显的气温升高、降水总体较低的趋势（图 ２），而太阳辐射量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５１］。 洱海大规模蓝藻水华爆发的年份（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与云南地区出现的几次明显干旱事件在时间上相对应［５２］。 秦红杰的研究指出蓝藻具有抵御 ＵＶ⁃Ｂ 辐射

的较强能力，因此小幅度的太阳辐射量增加对蓝藻水华的爆发有促进作用［５３］。 同时，气候变暖会增强深水湖

泊热力分层的形成与维持，并降低水体垂直湍流的混合作用，都有利于蓝藻水华的发展、扩散和维持［５４］。 此

外，高温可能会促进湖泊内源性营养的分解、释放，进而促进蓝藻生物量的不断升高与蓝藻水华的爆发［５５⁃５６］。
气候变暖不仅促进了蓝藻的生长，初级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对整个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５７］。 例

如，淡水蓝藻 ＤＮＡ 和蛋白质合成系统的热稳定性使得蓝藻可以适应高温条件［５８］，因此蓝藻属种具有明显的

竞争优势。 洱海浮游藻类优势种属经历了从 １９５０ 年代的绿藻、甲藻、硅藻为主，到 １９８０ 年代的绿藻、蓝藻、硅
藻为主且甲藻门几乎消失，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蓝藻为绝对优势种类，绿藻、硅藻次之［９，５９⁃６１］。 洱海现代调查数

据与沉积物蓝藻色素记录都表明了气候变暖对对蓝藻生长的促进作用，这与我国其他地区以及全球的湖泊研

究结果是一致的［６２⁃６５］。 这种光合生物的优势类群转变在洱海形成了由蓝藻占优势的群落，可以明显改变湖

泊营养盐的循环途径、食物网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６６］。
３．３　 湖泊水文的影响评价

在营养水平较高的水体中，水动力条件可以成为影响蓝藻水华爆发的主要限制因子［６７］。 云贵高原地区

的湖泊总体滞水时间较长，水体更新周期能力弱，入湖营养盐的持续输入会加速富营养化过程和藻类爆

发［６８］。 １９６３ 年西洱海水闸建成后，洱海湖泊水位由自然调控变为人工调控；１９７３—１９８９ 年间，河床的加深和

梯级电站的建设等导致了洱海水位显著降低。 湖泊水动力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湖泊热力分层的稳定性、水体

营养盐的浓度与滞留时间以及沉水植物的生长［６］。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 和 Ｄｏｎａｈｕｅ 指出湖泊的低水位可能会与高蒸

发、高营养盐同时发生［３８］，从而导致水体营养水平的升高、浮游藻类的生长。 在洱海全湖性的蓝藻水华发生

时段内，洱海水位总体偏低，而水体 ＴＰ、ＴＮ 较高且藻类生物量迅速升高［３１］。 已有研究表明，湖泊水动力变弱

会加剧水体营养化程度［６９］，从而促进藻类生长［７０］。 因此，由于修闸及梯级电站的建设等人类活动的增强，洱
海水动力自 １９８０ｓ 年代开始趋于变弱，从而有利于水体较浅且靠近西洱海水闸的湖泊南部地区蓝藻的生长与

爆发。

９３８４　 １４ 期 　 　 　 王教元　 等：洱海蓝藻爆发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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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湖泊的持续富营养化与水位波动可以抑制沉水植物的生长甚至导致其完全消亡［７１］，从而导致湖泊

从清水状态向浊水稳态的转变［７２］。 洱海自 １９５０ 年代至今经历了多次水位波动，水生植物覆盖面积比由 １９７７
年的～４０％下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１０％（图 ２），分布范围经历了从湖滨带连续分布、存在洱海湖盆南部到湖滨带不

连续分布最后在洱海湖盆南部分布区的基本消失［７３］。 同时，沉水植物群落演替由海菜花、大茨藻、黑藻、苦草

等为主且指示清水状态的、喜中贫营养的多优势种群落结构［７４］ 发展到现今的以微齿眼子菜为主的单优势种

群落结构［７５］。 洱海湖盆南部水深较浅（ ＜１０ ｍ），是洱海水生植物分布的主要区域［７６］。 该湖区的沉积物 ＴＣ
和 Ｃ ／ Ｎ 比值呈现波动较大的特征，如在 １９８０ｓ 初期、１９９０ｓ 初期出现两个峰值区，与西洱河梯级电站的建设、
运行导致的湖泊低水位的时段一致，同期水生植物覆盖面积总体较高（如＞２０％），导致 ＴＣ 和 Ｃ ／ Ｎ 比值均较

高。 而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洱海总体处于相对高水位运行阶段且水体营养水平持续上升，湖盆南部水生植物出现

覆盖面积的迅速缩减且同期藻类生物量明显升高（图 ２），从而导致了沉积物 Ｃ ／ Ｎ 比值的降低（图 ５）。

４　 结论

本文通过沉积物色素和理化等多指标的综合分析表明，１９６０ 年左右开始洱海水体营养盐浓度升高并出

现明显的富营养化过程，同时气候变暖趋势的加剧，叠加导致了湖泊初级生产力的升高和蓝藻水华的发生。
同时洱海蓝藻爆发模式显著的时空差异性，湖泊水文调控加剧了相对较浅的南部湖盆蓝藻爆发的频次和规

模。 因此在气候暖的长期背景下，控制水体营养盐的输入、合理的水位调控并适当恢复水生植物是控制洱海

蓝藻水华爆发并进行生态恢复的重要前提。 同时，在湖盆形态与流域开发类型存在较大空间差异的大型湖泊

中，需要对湖盆的典型区域开展生态环境调查并进行空间差异的对比分析，从而为污染湖泊的治理与生态修

复提供针对性的保护与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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